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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测量指标体系，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量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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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是量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
关健所在，也是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加速城镇化进程的前提条

件。近年来国家对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日益重视，各级政府

也纷纷出台相关文件相应中央号召，推动市民化进程。学者

们也逐渐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此。但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程度的测量问题，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如何建立一套切实可

行的测量指标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更有待于进一步

深化。

１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概念界定

１．１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特征
“农民工”一词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雨林教授提出。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农民工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１］。

著名学者王春光于２００１年提出，目前的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呈
现出较为明显的代际变化，进而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

口”这一概念。

尽管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但

绝大多数认同其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出生的，物质精神
需求高、职业期望值高、受教育程度高、工作耐受力低的“三

高一低［２］”的城市务工人员。概括目前诸多学者的研究成

果，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年龄较小，介于１６～３５
周岁之间；受教育程度较高，一般都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大多

没有务农经历；融入城市的积极性较高；对制度身份的认可逐

步提升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慢慢减弱［３］。随着第一代农

民工退回农村并逐步淡出进城务工的大潮，新生代农民工在

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１．２　市民化的内涵
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学术语，“市民化”近年来被广泛运

用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中。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认为，市民化

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不断地接受来

自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基因，另一方面在转变实现后，发展出

了相匹配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最后

完全融入城市。

本研究认为市民化就是农民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

由农村农民逐步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进程的

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变，而且涉及社会地位、价值观以及生活方

式等一系列行为与观念的转换。市民化的终极目标是消除农

村农民与城市市民之间的所有差别，不存在任何歧视与差距。

１．３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的重要
意义

２０１３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全国新生代农民工
总量达到１．２５２８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４６．６％。作为当代
农民工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既受到传统农民的血统及

身份的影响，同时又比较容易接受城市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

的洗礼，是农民工中最容易融入城市的一个群体。选取他们

作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研究对象，考量其市民化程度

是必然的选择；同时，构建一套切实有效可行的测量指标体系

也是必须和迫切的。

２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

通过中国期刊网搜索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

市民化”，检索出来的文章数量众多，而键入“新生代农民工

市民化程度”字样，显示出来的文章不足１０篇，其中关于市
民化程度测度的文章更是寥寥无几。可见在农民工研究热浪

的背后，还有可以深入研究的空间。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

民化程度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学者们一般聚焦于在以下几

个视角：

马用浩等认为完整的农民市民化指标体系应包括人口素

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生活质量、社会参与等内

容［４］，但并没有进一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王桂

新等从微观主体角度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

题，设立了一个包括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

和心理认同等５个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５］，但是该体系的测

量工作量相对较大，并且对５个维度赋予均等的权重，这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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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进一步商讨。刘传江等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从生存职业、

社会身份、自身素质、意识行为４个方面设计指标体系，避免
了各个指标权重均等的缺陷［６］；但是该方法仍然存在以下问

题：第一，仅仅从市民需求的角度分析市民化，使得分析的信

息不够充分；第二，纳入的测量指标相对有限，测量不够精准。

周密等采用Ｂｉ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测算了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
市民化程度，分析了影响其市民化程度差异的因素［７］。

以上各学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了测度新生代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但是，农民工整体市民化程度研究是个系统性的工作，

目前多数学者还是从某一侧面入手，对整体市民化程度还缺

少精确把握。本研究拟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出发，借鉴上

述学者在测量指标体系构建实践中的精华，并结合内生外生

变量的特性，建构一套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

的指标体系，以推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高速发展。

３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３．１　构建思路
传统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年轻、未婚、男性居多，

但是根据周密等的调研，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结婚，他们基

本上初中毕业，而且男女比例比较协调［７］。这些特征显示出

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存在较大的差异，女性比例日

益上升，同时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新特点使得我们有必

要修改完善以往的指标体系。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

化不应该仅仅是农民工主动自愿退出农村机制，进入城市工

作学习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国家鼓励并推动城市主动

接纳、包容并促进市民化的过程。

本研究基于上述观点，并结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程度的不同因素，参照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内涵，将市民化

程度测量指标划分为内生性和外生性指标２大类。其中内生
性指标是决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内在动力指标，是

决定市民化程度的原动力；外生性指标受到中观环境以及宏

观国家政策的影响，对市民化程度具有决定性的促进或推动

作用，是推动市民化程度实现的外在动力。

３．２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标分解
在具体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主要通过层次分析结构模

型，首先分解目标层，确定准则层，即一级指标；然后对准则层

进行再次分解，确定次准则层，形成二级指标；最终将所定的

目标转换为实际操作层，形成三级指标。这样的逐级分解目

标的好处，一是以系统分析方法为基础，使转化的指标更为科

学；二是较为全面，可以避免遗漏重要指标；三是可以使指标

更有效地凸显评价对象的本质属性，提高评价的可靠性［８］。

在具体设置测量指标体系时，本研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

果，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点，确定了广义视角的新生代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的框架，包括内生性指标和

外生性指标２个维度。目标层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
度，准则层是内生性指标———微观个体指标和外生性指

标———中观环境和宏观政策指标，层层展开形成次准则层，最

终形成操作层，构成了一套系统全面、层次分明、相互独立的

指标体系（表１）。各层指标具体分解如下：
３．２．１　内生性指标的分解　内生性指标，也称微观个体指

标，是涉及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在市民化进程中进行一系列

转变的各种微观要素，也是农民工个体各层次需求的一个缩

影。根据个体市民化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心理特征，本研究将

内生指标具体分解为人口素质、个体行为和个体心理３个二
级指标，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来考察新生代农民

工的市民化程度。

新生代农民工人口素质的提升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可

以从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和务工经验３个层面来设计三级指
标。个体行为是反映市民化水平最直接、最形象的因素。可

以从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来考量。市民

化进程的最高层次和目标是达到“思想和意识”的市民化，因

此个体心理可以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转变、自身定位、

对城市情感的认同等维度来设计三级指标。

３．２．２　外生性指标的分解　外生性指标包括一系列外在的，
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实现的社会性和制度性因素。

它影响着内生性指标的运作效果，是市民化进程的外在拉动

力。外生性指标具体可分解为中观环境和宏观政策２个指标。
从中观环境分解，包括城市融入及资源可及性。具体的

三级指标可设置为城市市民和社会的认可度指标、工作环境

指标、居住条件指标、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指标以及娱乐文化

设施的可及性指标。这一系列三级指标，从城市外在环境到

城市市民的内在心理层面，考察了城市中观层面新生代农民

工市民化的程度。

从宏观政策角度分解，包括制度保障、政治参与、财政支

持。当代市民，具备在平等契约基础上享有一定权利、履行相

应义务的资格与能力。这些权利涉及到人身自由权、参政权、

受教育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等［９－１５］。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

化程度进行测量时，这些权利是否得到行使与保障也是一个

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在设置国家政策层面的三级指标时，

可以从制度保障、政治参与、财政支持３个角度去考量。
这里所设定的指标体系中既有客观指标如教育指标、技

能培训指标、政策保障指标、也包括主观指标如思想观念、身

份认同、社会认可等指标。在具体测量时，其中客观指标的数

据可以通过查阅全国和各地区的年度《统计年鉴》以及专业

性年鉴得到。但是其中的主观指标在统计数据中没有涉及，

需要通过不同渠道取得，可以考虑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得到

数据。

３．３　权重确定
本指标体系研究主要通过 Ｄｅｌｐｈｉ专家咨询法来确定指

标体系的权重。我们从全国“２１１”高校中选择了 ２０位从事
农民工、劳动与就业相关研究的专家来进行咨询。选定的专

家都是副教授职称以上且满３年。要求他们对指标体系提出
适当修改建议，并对问卷中设定的指标变量进行赋权。

本次咨询共经过４轮。第１轮就前期理论分析形成的相
关指标交予专家进行合理性评定，通过比较，对个别指标进行

删减。第２轮主要将确定的指标体系再次进行背对背的意见
咨询，确定最终指标体系。第３轮进行赋权测评。要求各位
专家对各项指标进行赋值，计算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第４
轮对个别专家意见分歧较大的赋值进行再次反馈。数据表

明，专家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总体

指标权重的协调系数已达０．９，总体协调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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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一级指标）

次准则层　　　　　　
（二级指标）　　　　　　

操作层　　
（三级指标）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 内生性指标Ｕ１（微观个体）（０．４８） 人口素质Ｕ１１（０．３６） 受教育程度Ｕ１１１（０．３５）
测量指标体系 技能培训Ｕ１１２（０．２８）

务工经验Ｕ１１３（０．３７）
个体行为Ｕ１２（０．３１） 收入水平Ｕ１２１（０．２９）

生活方式Ｕ１２２（０．２２）
消费习惯Ｕ１２３（０．２４）
社会交往Ｕ１２４（０．２５）

个体心理Ｕ１３（０．３３） 思想观念Ｕ１３１（０．２７）
自身定位Ｕ１３２（０．３５）
情感身份认同Ｕ１３３（０．３８）

外生性指标Ｕ２（中观环境和 城市融入及资源可及性Ｕ２１（０．４１） 社会认可Ｕ２１１（０．１６）
宏观政策）（０．５２） 工作环境Ｕ２１２（０．２１）

居住条件Ｕ２１３（０．２５）
教育资源Ｕ２１４（０．２３）
娱乐文化设施Ｕ２１５（０．１５）

国家政策Ｕ２２（０．５９） 制度保障Ｕ２２１（０．４０）
政治参与权力Ｕ２２２（０．２９）
财政支持Ｕ２２３（０．３１）

　　注：小括号中为该指标的相对权重。

４　结语

本研究通过参考内外生变量的涵义，借鉴现有的测量指

标体系，构建了一套基于内生性指标和外生性指标的新生代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量指标体系，为描述现阶段新生代农

民工市民化程度的现状及其相互协调机制提供了一定的依

据，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实际测量提供了一定的指

导，同时也期望对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以及管理部门的具体

实施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参考。

然而，不同地域、不同层级政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程度的理解和测量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相关城市环境以及

政策措施都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要设计一套适用于所有政

策及环境的测量指标体系是不现实的。实际操作中，可以此

指标体系为基础，结合特定的环境和测量特点，考虑市民化程

度相关指标的可度量性、相关数据可获取性等因素，灵活地增

减指标，并相应地调整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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